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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我们重读 69 年前会议中学者们所达成的共识，确实感到了其洞察之准确深刻以及

在中国民族学史中的里程碑意义。20 世纪 50-70 年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曾被取缔，高校中的民

族学专业也被大大压缩，仅存在于中央民族学院的研究部之中。过去的学科史著述多将这个历史

的错误归结为政府和社会对这几个学科的不理解和不重视。重读 69 年前的这份记录，我们就会

在以前的总结之外，看到学界本身的一份责任。当一个社会科学的学科较长时间回避社会中最重

大、最核心的问题时，社会本身就会忽视甚至将其抛弃。其实，69 年前的这次会议上已经表明

了学者们的这份歉疚和担心，并且已经说出了这个道理。如何让一个曾经不太受重视的学科成为

受社会尊重的学科？如何繁荣中国的民族学社会学？新中国 69 年以来的研究实践证明：如果没

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民族学社会学研究是不科学的。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社会学

是中国民族学社会学走向世界前列和舞台中央的唯一正确道路。 
 

 

 

 

【论  文】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思想来源 

     ——民国时期民族学界“多元”“一体”理论设计研究1 

 

刘波儿2 

 

摘要：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学界长期存在一种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思路，即在承认少数民族存

在的前提下，以统一的新型文化构筑一个新的中华民族，造就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无论是将苗汉

“文化同源”作为“统一文化”的内核，还是推广汉语、并行民族语的语言教育策略，都反映出

民族学界既承认“多元”又谋求“一体”的思路。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这一思路逐步完善，明

确了新型文化的形塑过程是对“现代化”的追求过程，并厘清了它与“汉化”“同化”的区别。

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来源和发

展思路。 

关键词：多元；一体；新型文化；中华民族；民国时期 

 

抗战全面爆发后，民族成分复杂的西南边疆地区成为亟待建设的大后方。政治需要与学术契

机的叠合，吸引了西迁至此的学者们以西南边地为个案，展开边疆治理问题的探讨。由于学科特

点，民族学家敏锐地认识到多民族国家中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尝

试为构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行学理和实践层面的论证。沿着这一讨论的延长线，1988 年

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此后，大量研究围绕着“多元一体”理论本

身展开；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思想来源，特别是中国民族学界的早期探索，学

界少有论及。事实上，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学家不仅从当时的民族实践中观察到了“多元”与“一

体”的并存，而且考虑了这些“多元”如何向“一体”转化。本文试图梳理并分析这一过程，找

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来源和发展思路。 
 

                                                        
1 本文刊载于《民族研究》2018 年第 3 期。 
2 作者为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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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样的统一：民族学界的国家构建思路 
 

1939 年，顾颉刚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他认为，中华民族是整体的、一元的，

“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我们对内没有

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1
这一观点引发了学界诸多赞同的声音。费孝通却从民

族学的角度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我们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

“在社会接触的过程中，文化、语言、体质不会没有混合的，可是这些混合并不一定会在政治上

发生统一的。”
2
考虑到时局因素，费先生很快放弃了辩论，没有再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但在之

前的有关讨论中，费孝通实际上提出了关于国家内部结构安排的另一种思路，即能不能在不否认

少数民族存在的前提下，寻找团结一致建立统一国家的办法？费孝通的这一思考，可以溯源到他

的老师吴文藻。早在 1926 年，吴文藻就提出过以一种共同文化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凝聚核心的

设想。他说：“一国家可以包括无数民族”，“一民族可以造成无数国家”“民族乃一种文化精神，

不含政治意味，国家乃一种政治组织，备有文化基础”，“今日之国家，立于文化之基础上”。
3
尽

管这个说法相当模糊，却隐隐透露出他拟构建一种超族群的“文化”以兼顾“民族”与“国家”

两端之意，“开创了中国人类学独立理论思考的道路”。或许是因为思考尚不成熟，吴文藻没有进

一步详述如何构建这种超族群的文化，这种见解也“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
4
 

十年之后，民族学界才作出了进一步的理论发掘。1936 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学第一份专业刊

物《民族学研究集刊》在创刊号提出：“以各族文化为基础,使之吸收汉化及西化,与汉族并进,

如此则整个中华民族可以于最短期间，孕育更善更美之新型文化。”
5
就笔者目力所及，这是中国

民族学界最早对“共同文化”之内涵作出的解说与形塑。一年后，撰写此文的黄文山又详细阐释

了这个设想。他主张首先“以各族文化为基础，使之吸收汉化及西化，与汉族并进”，完成各区

域内“浅化民族”与汉族的同化，接着，“使各区之民族，形成一个不可分裂之整个的伟大的中

华民族”，最终实现内部的大团结，总之，“同化各种族为整个民族，并合各部落为整个国家，以

整个民族建设整个国家”。
6
 

此后，尽管碍于时局，讨论“多民族”问题已经不合时宜，但民族学的学科训练使民族学家

们终究无法服膺目下的中国没有民族之分的说法，他们始终在探求建设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方案。

1938 年，吴文藻进一步完善了他早期的建立超文化机制的想法，提出建立具有向心力的文化中

心，巩固国家统一的设想。他指出：“欲团结各族精神，使‘多元文化’，冶于一炉，成为‘政治

一体’，当自沟通各族文化始”，使“各民族经济，政治，教育的发展，务期同进于文明进步之域”。
7
而杨成志则坚信，“民族之存在，事实未容抹煞”，“今日若仍采用‘废药忌医’之消极态度，恐

其趋势不至‘欲盖弥彰’，或终酿成‘物极必反’之结果”。他主张，“今日我国民族研究固不应

因恐引起隔阂而遏止，取消极之态度，实宜发扬光大，互相尊重各族之文化水准，作打破隔阂之

积极准备”。即便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引起普遍赞誉之时，杨成志仍然认为民族是客观存

在的，顾费二人的争论焦点只是“民族”的定义，顾颉刚的“民族”近乎“Nation”，费孝通的

“民族”则接近“Ethnic”，“立场不同，见解自异，无足怪也”。
8
 中国民族学界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就有“北吴南杨”之说，从他们对“多元”的共同坚持来看，这一观点应该代表了当时民族

                                                        
1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 边疆周刊》第 9 期，1939 年 2 月 13 日。 
2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 边疆周刊》第 19 期，1939 年 5 月 1 日。 
3 吴文藻：《民族与国家》，《留美学生季报》1926 年第 11 卷第 3 号。 
4 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7 页。 
5 黄文山：《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 年第 1 期。 
6 黄文山：《文化上的中国统一观》，《时代动向》1937 年第 2 卷第 1 期。 
7 吴文藻：《论边疆教育》，《益世周报》第 2 卷第 10 期，1938 年。 
8 杨成志：《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青年中国季刊》1939 年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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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的主流态度。  

20世纪 40年代，随着民族研究转向更为务实的边政研究，民族学界开始跳脱出纯学理的论

争，在边疆治理的视阈下思考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路径问题。吴文藻、黄文山以统一文化实现

国家统一的建构思路得到了延续与发展。正如陶云逵所说：“欲求全国真正的团结，全国各地各

人群真正的打成一片，我们必得有统一的文化（历史上及当今各民族例子甚多容另文详述），就

是有同样的社会制度与文化模式，这样全国族乃成一个有机整体。”
1
岑家梧则进一步指出，所

谓的统一文化是指“在各族的文化中，求出一致之处，指出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

最终实现“多样的统一”，这正是“将来中华民族文化的尽善尽美的所在”。
2
 

不难发现，20 世纪 20-40 年代，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民族学界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

构建有着基本一致的理论设计思路，即在坚持多民族存在的前提下，从文化统一的角度去构筑一

个新型文化辐照之下的“中华民族”国家。 
 

二、“文化同源”书写与“一体”构建：凌纯声、芮逸夫的苗汉互动想象 
 

20世纪 30年代以后，云南、西康、内蒙古等地民族边疆矛盾频发，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边疆

地区的关注，学术界也注意到民族问题、特别是民族文化问题在中国边疆问题中的重要性。正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凌纯声、芮逸夫开始了湘西苗族地区调查。这是中国民族学发展史上一次重要

的田野工作。 

在此过程中，芮逸夫接触到了讲述苗族祖先起源的洪水故事。他注意到，虽然故事版本有差

异，但其母题都是表述“现代人类是由洪水遗民兄妹二人配偶遗传下来的子孙”，
3
苗族尊兄妹

二人为傩公傩母，并举行“还傩愿”仪式祈求福佑。1938 年，芮逸夫在其著作《苗族洪水传说

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中指出，在鸦雀苗传唱的洪水故事中，创世先祖中的男性被称为“Bu-i”，

而他们在用汉语提及祖先时则发音为“Fu-hsi”，此音近于《傩公傩母歌》中的“伏羲”，并且，

因为“中国古时是没有轻唇音的，所以伏羲的‘伏’与 Bu-i 的‘Bu’，音本相通”。由此，芮

逸夫推断出“Bu-i”等于“Fu-hsi”，即指“伏羲”。接着，他又采用英国民族学家克拉克（Samuel 

R. Clarke）的研究，认为“Bu-i 的‘Bu’是‘祖先’之义，‘i’是‘一’或‘第一’之义。所

以‘Bu-i’就是‘第一祖先’之义”，即“始祖”
4
，所以“伏羲”即为苗族始祖。他接着指出：

“伏羲及女娲之名的见于古籍，最早不出于战国末年，并且也不多见”，“疑非汉族旧有之说。

或伏羲与 Bu-i，女娲与 Ku-eh 音近，传说尤多相似。Bu-i 与 Ku-eh 为苗族之祖，此为苗族自说其

洪水之后遗传人类之故事，吾人误用以为己有也”。“据现有的材料，如上文所考，大概兄妹配

偶型的洪水故事是起源于苗族的可能性较多。在尚未发见更多材料可资证明起源于他族之前，则

上文所云伏羲女娲乃是苗人之说，或者可以说是较近似的推测”
5
。芮逸夫相信，伏羲女娲之说

原本是苗人的祖先故事，在播迁过程中逐渐被汉人用为自己的创世传说。 

芮文刊登一年后，凌纯声、芮逸夫共同撰写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一书亦成稿。几乎在每

个主题中，凌、芮二人都会反复比较苗、汉的文化特征，认为今日苗人的宗教仪式、经济活动、

饮食习惯、婚丧习俗等或在事实上，或在可能上受到“汉化”的影响。例如，“苗汉两族同处已

久，所有经济活动，现多大同小异”
6
。“今日湘苗的衣式，无论男女，多大同小异，可说有些

                                                        
1 陶云逵：《论边政人员专门训练之必需》，《边政公论》1941 年第 1 卷第 3、4 期合刊。 
2 岑家梧：《中国民族与中国民族学》，《南方杂志》1946 年第 1 卷第 3、4 期合刊。 
3 芮逸夫：《苗族洪水传说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人类学集刊》1938 年第 1 卷第 1 期。 
4 芮逸夫：《苗族洪水传说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人类学集刊》1938 年第 1 卷第 1 期。 
5 芮逸夫：《苗族洪水传说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人类学集刊》1938 年第 1 卷第 1 期。 
6 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民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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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化”
1
，“今日苗人家庭生活，逐渐同化于汉人，即婚丧仪式亦多效汉俗，仅保留若干苗俗的

遗留而已”
2
。这样的描述俯仰皆是。 

凌、芮二人的结论可以合并成这样一个关于苗族起源的历史图景：上古时代，苗就已生活在

后来的汉地，后出现的汉从苗那里习得了创世传说并内化为自己的祖先神话，而苗亦从汉那里袭

用了宗教仪式、经济活动、饮食习惯、婚丧习俗等社会文化特征。其后的战乱中，苗不断向西南

迁移，最终定居下来。 

二人的著作得到了当时诸多学者的极力推崇。《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八”出版，充分说明了全国最高学术机构对改著的认可。芮逸夫的研究

也震动了学术界，“许多优秀学者如徐中舒、马长寿、徐旭生等对它都很推崇，甚至还从各自的

角度为之续证”
3
。徐中舒认为，芮逸夫“为古史指出一个新方向”

4
。徐益棠多次称赞其文“为

近来研究民族传说最成功之作，而开我民族学界研究神话及传说之风气”
5
。然而，当代学者对

二人的研究却有很多批评。台湾学者王孝廉曾批评芮逸夫所采用的对音法是“用汉语的中古语音

去推论或比附另一种完全不相同的语言”，得出语音相近即是同义的结论是很不当的，他认为“这

个神话要素与汉民族所传的伏羲女娲，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连”
6
。凌纯声的论证则被日本学者

吉开将人批评为“这显然是中原一元论”
7
。张兆和认为，凌纯声和芮逸夫将“湘西苗人论述为

一个处在被先进的汉人文化同化过程之中，却又界限清晰的族群”，是“以某种方式将汉学中的

‘东方主义’品质移植到新近传入中国的西方人类学实践当中”
8
。同样的研究，在不同的历史

条件下，引发了完全相反的两种评价，这不免令人感到奇怪，除了学术认知的进步之外，是否有

其他因素引发了当时学界纷至沓来的赞誉呢？ 

如果考虑到历史学研究的民族动员作用，结合抗战爆发后中国民族史书写中强烈的民族主义

情绪就不难发现，凌、芮二人对汉苗关系与互动的描述显然表达了他们从文化同源的角度构建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思路——也就是说，凌、芮二人通过苗的祖先传说被汉人用为自己的创世神话

和民族发展史中汉对苗的同化作用，这两个互为表里的论述去论证“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性。

而在国家危亡的背景下，如果能够证明苗、汉在文化上或起源上是同源、同一的，那么就能够为

团结苗人抗战做一个必要性和正当性的注脚，更何况当时的“苗”有泛指西南地区各民族人群的

含义，其所能号召与动员的力量也就更为广大。 

因此，凌纯声与芮逸夫的论述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理解和条陈历史上中国各个文化群体之

间关系的尝试，是他们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尝试。即便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在那个不宜多谈

差异的时代背景下，“学者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尤其是其内部民族融合的历史，意图是为

中国文化的同化提供历史与民族志的参照”
9
。将“文化同源”作为“统一文化”的填充物以构

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论证思路应该说在当时的民族学界获得了较为一致的认同。作为

同行的江应樑就曾赞许道：“苗民本为中华民族之一个个体，而外人考查苗民者，往往强认苗民

                                                        
1 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民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9 页。 
2 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民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6 页。 
3 陈泳超：《关于“神话复原”的学理分析——以伏羲女娲与“洪水后兄妹配偶再殖人类”神话为例》，《中国民

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5 页。 
4 徐中舒：《跋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人类学集刊》1938 年第 1 卷第 1 期。 
5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1942 年第 1 卷第 5-6 期。 
6 王孝廉：《伏羲与女娲 ——闻一多<伏羲考>批判之一》，《东北、西南族群及其创世神话：中国的神话世界上

编》，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1992 年版，第 380 页。 
7 [日]吉开将人：《民族起源学说在 20 世纪中国》，《复旦学报》2012 年第 5 期。 
8 张兆和著，李菲译：《从“他者描写”到“自我表述”——民国时期石启贵关于湘西苗族身份的探索与实践》，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 年第 5 期。 
9 王铭铭：《吴文藻、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理论——在第三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上的两次讲座》，《中国

人类学评论》第 18 辑，第 1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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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中华民族……我辈今日正极力谋打倒古人所谓‘苗蛮之人，非我族类’的谬论，倘对外人此

种偏见学说不从实际的根据上寻求证据以纠正之，则对中华民族整个个体的前途，实是一种极大

的危机。”
1
  

 

三、沟通“一体”与“多元”：民族学界的汉语文教育策略 
 

在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以构建统一国家为路向进行学术论证是当时学人的一致愿望。无

论在现实中还是历史上，“多元”一直存在，这是由中国复杂的人文、地理条件决定的。关注文

化多样性的民族学家们如杨成志强调的那样，努力在“统一”中为“多样”寻找存在方式。 

民族学家群体很早就注意到语言文字既是民族文化的承载方式，又是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沟

通工具，因此，它在塑造一体化国家中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早在 1934 年，由凌纯声、胡焕

庸、张凤岐等人合著的《中国今日之边疆问题》就已指出：“边疆问题之治本方法，尤在励行普

及教育，先求言语文字之统一，然后能消灭种族成见，以产生同一之国家观念”
2
。西迁之后，

西南地区复杂的民族环境更使民族学家认识到语言教育在边疆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芮逸夫指出：

“语言不通是汉族和各族间及其相互间感情融洽的最大障碍”，“如果语言得不到相当的解决，则

一切工作，无论是文化的，教育的或其他的，都不易推进，甚至到处要发生障碍”
3
。他毫不讳

言推行汉语与构建统一国家之间的关系，指出“惟有各夷族都懂得汉语，说得汉语，则党政当局

所提倡的民族教育才容易实施，容易见效”。
4
 

怎样认识与构建汉语与边疆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民族学界主张以推行汉语文为主。吴文藻

和吴泽霖使用了“中心势力”或“中心民族”的提法解释推行汉语的必要性，认为，必须先构造

出一个“中心”，使各民族用同一个“中心民族”的语言文字、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与道德标准，

逐步“汇合于中心民族的巨流中，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
5
。吴文藻赞同在此过程中“以汉族为

团结与开化的领导者”，称“这是正大光明的理想，亦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合理的对策”。
6
在民

族学家看来，语言统一是文化统一的重要标志，因此统一的语言也就自然成为统一文化的表征。

如凌纯声所言，“我们现在用来区别边疆文化系统的标准以语言为主。语言本身即为文化特征之

一，甲民族与乙民族的语言相同，或大同小异，我们可说这两个民族的文化是同源，至少是其文

化曾相接触过的。且一民族语言的改变，其文化的十之八九亦随之而变易”。
7
 

但民族学界并不主张采取禁行民族语的强硬方式达到实现文化统一的目的。相反，凌纯声认

为，边疆教育的效果不佳，原因在于教学形式过于汉化，他说：“今日的边疆教育，上自国立省

立以至地方所办的学校，多数过于偏重汉化，边民不易接受”，所以“照目前的情形，边文较之

国文或更重要”，因此，“在原有文字的蒙回藏等族，亦应教以本族的语文”
8
。卫惠林也认为，

不能盲目固执地进行同化以求统一，可以“一面切实推行国语，一面选择重要边族语言为并行语

言，划定通用区域，并促进其现代化”。
9
 

可以说，当时的民族学界基本分享着这样一个认识：在外敌入侵的时局下，推广汉语文教育

是十分必要的；借着语言的传习，可以使各民族间加深沟通与了解；民族间越团结，抗战建国的

力量自然越发壮大；而在推广汉语的过程中，保存甚至发展少数民族固有语言文字也是必要的。

                                                        
1 江应樑：《广东傜人之过去与现状》，《民俗》1937 年第 1 卷第 3 期。 
2 吾行健：《中国今日之边疆问题》“序”，正中书局 1934 年版，第 1 页。 
3 芮逸夫：《西南民族的语言问题》，《民族学研究集刊》1943 年第 3 期。 
4 芮逸夫：《西南民族语文教育刍议》，《西南边疆》1938 年第 2 期。 
5 吴泽霖：《边疆的社会建设》，《边政公论》1943 年第 2 卷第 1-2 期。 
6 吴文藻：《论边疆教育》，《益世周报》1938 年第 2 卷第 10 期。 
7 凌纯声：《中国边疆文化》（上），《边政公论》1942 年第 1 卷第 9-10 期。 
8 凌纯声：《中国边疆文化》（下），《边政公论》1942 年第 1 卷第 11-12 期。 
9 卫惠林：《如何确立三民主义的边疆民族政策》，《边政公论》1945 年第 4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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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国家“一体”的追求并不妨碍各民族个体“多元”的发展，起码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不构

成问题；并且，只有尊重“多元”的现实，才能真正促进“一体”的实现。 

为了加强汉语文教学效果，更好地沟通“一体”与“多元”，民族学家们还在具体教学方法

上进行了设计。1942 年，梁瓯第提出了分对象施教的教育策略，指出“弱小与分散的部族如畬

人、民家、仲家、汉化之苗瑶等，本身无完备之文字，无民族之文化，应以国语为媒介，推行汉

字”“日常生活中，行使其方言者，如倮倮、摆夷、生瑶等，初等学校可使用其本身语言，但中

等及高等教育，应以国语为媒介”，“本身具有完备的文字及民族文化，如康、藏、蒙、回等，小

学中学完全使用方言，高等教育则须使用国语、汉字”
1
。还有一些民族学家主张使用注音符号

拼注汉语和民族语，加强两者的沟通。芮逸夫在田野工作中注意到，外国传教士利用罗马字拼音

的民族语来传教，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因此萌发了以拉丁字母拼缀汉字与各族语言的设想，民族

语注国音，即成为“国化夷字”，汉语注国音，则成为“国音汉字”，这样不仅“在最短期间内，

可以把国音字母及其基本汉语教给西南民族，使他们容易学习汉语”，还能帮助各族“创制拼音

夷字”、实现“夷语的国音字母化”，又有利于汉人学习研究“夷语”，可谓“三赢”。
2
除了引导

“多元”向“一体”沟通外，民族学界也注意到反向的向度。由凌纯声担任馆长，卫惠林、黄文

山等多位民族学家参与的边疆文化教育馆甫一成立，就积极开展印刷蒙藏维文书籍、编译各种边

疆语文文法辞书及边文小学教科书的工作，还办了一份《中央日报》，以蒙藏维三种文字按月发

刊。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大量学术团体西迁，在近距离观察西南社会的过程中，民族学家们发现

西南民族“既乏国家观念，又无民族意识”，“朝秦暮楚，不知国家为何物”
3
。“语言、习俗、生

活方式的互不相同，又奚止数十百个形态”
4
，实为“抗建时代民族团结之隐忧”

5
。他们认为边

疆的落后是文化的落后，团结边疆民族要从文化建设入手，只有提升边疆文化，培养民族意识，

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民族学家们希望“使之和我们一样，走同一的途径”
6
，却坚持并行汉语与民族语以沟通“多元”与“一体”，而不是扭曲学理，否定“多元”以强调

“一体”。这不仅反映出他们审慎的态度，更代表了民族学界一种共有的认识，那就是文化统一

并非汉化或同化，而是构建一种新型文化。 
 

 四、多元文化的现代化：民族学界“中华民族文化”的理论设计 
 

从文化统一的角度去构筑一个新型文化辐照之下的中华民族国家，是民国时期民族学界长期

以来的一个设想，无论是跟随主流观点的“同源”论证还是试图沟通不同文化群体的汉语文教育

策略，都是民族学界在这一路向上思考的具体表现。文化到底如何统一？新型文化的内核是什

么？它与“汉化”、“同化”是什么关系？这些疑问在之前的讨论中若隐若现，民族学界始终没有

给出正面的回答，甚至有时也主动使用“同化”、“汉化”的表达。1947 年以后，这些问题有了

实质性发展。这一年，“各民族一律平等”被写入刚刚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多民族事实存在

且各民族平等成为无需避忌的“政治正确”，民族学界对新型文化的表达也逐渐摆脱了“同化”、

“汉化”的提法，开始赋予它“现代化”的内涵。 

1947 年 4 月 19 日，《边政公论》杂志社召开了题为“边疆、自治与文化”的边疆问题座谈

会，凌纯声、芮逸夫、徐益棠、马长寿等民族学家出席会议。针对“所谓融合便有同化的意味，

                                                        
1 梁瓯第：《边疆教育导论》，《贵州教育》1942 年第 4 卷第 7-9 期。 
2 芮逸夫：《西南民族语文教育刍议》，《西南边疆》1938 年第 2 期。 
3 凌纯声：《建设西南边疆的重要》，《西南边疆》1938 年第 2 期。 
4 江应樑：《请确定西南边疆政策》，《边政公论》1948 年第 7 卷第 1 期。 
5 徐益棠：《打冤家——儸儸氏族间之战争》，《边政公论》1941 年第 1 卷第 7-8 期。 
6 黄文山：《怎样研究民族学》，《时代动向》1938 年周年纪念学术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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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有以汉族的优越文化同化其他各族文化的意味，应该平行发展，使各族文化都有辉煌的成就”

这一观点，凌纯声率先回应：“边疆的文化不是孤立发展，也不是同化、汉化，而应该是现代化”，

“边疆人民既然是国家的一份子，边疆土地既然是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吸收和继承国家的文化与

民族文化交流双辉，也是‘现代化’的自然趋势”，具体而言，既要让边疆人民学习他们的语文、

艺术，也要要求他们学习“国文”、“国语”以及公民知识，以便担当国家责任，因为“现代化的

标准，就是要边疆人民从爱他的民族扩大到爱他的国家以至全世界，所有合于现代化目的的民族

遗产要保留它，改进它，使它成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芮逸夫对此表示赞同，“国家对于各族优

良的习俗，并应予以适度的提倡，但所谓自由发展，应以趋向于现代化为依归”。他给出“新型

文化”的构建方法，即“加速内地和边疆文化的交通融合，同时再向外吸收最进步的现代文化，

凭借了内外汇流的多元文化，来创造中华国族的新文化”。卫惠林强调，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对于边疆民族而言，要“就边疆文化的原有基础，使其进步到合于现代化的程度”；对内地文化

而言，则“应容纳边疆文化的若干优秀要素”。他认为，“我们今后的文化应在科学化、世界化的

先提下，创造综合性的国家文化，而非兢兢于保持民族固有文化”
1
。作为主持人的蒙藏委员会

委员周昆田总结强调，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很多不适时代的遗留，因此都应该以现代化为共同目

标，而没有同化其他民族的资格。他彻底否定了“融合”便是“汉化”、“同化”的猜测。 

民族学家们显然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构建他们设想中的“新型文化”的，这种“新型文化”

包括了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和优秀的汉族文化，绝不是“汉化”、“同化”的代名词。同时，他们

也反对为实现文化统一采取急促的行政推进方式，因为“以政治力量为基础的同化政策是有的，

但为获得一种结果，常需付出许多悲惨的代价”，所以“文化融合要靠长期的历史工作，并非一

时的政策口号所能收效”。他们主张“无需融合亦不必分化，可以听其自然发展，取长舍短，而

一致地现代化”
2
。这种道法自然的态度得到了少数民族学者的赞同，苗族知识分子杨汉先感到

十分振奋，他认为边疆问题正是需要这样的专家来解决。他颇为期待的说：“我国政府之边疆政

策，素来游移，中央地方亦不一致”。“确定边疆政策，实不可再缓”，“诸公所有主张，正可应此

需要”。在他看来，主办此次讨论的《边政公论》杂志社“为今日政府研究边疆问题之机关”，参

与讨论的学者们“亦我国今日研究边疆问题之第一流专家”“所发表之言论，当可作为政府对确

定边疆政策之原则也”。
3
 

1947 年以后，民族学界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路已逐渐清晰，那就是在宪法框架内，以

“现代化”为目标，在自由发展中构建具有共同特质的“新型文化”，作为凝聚多民族于一体的

核心。这种“一”与“多”的兼顾，既符合少数民族的利益与要求，也符合国家的需要。马长寿

曾多次著文阐述这个思路。他指出，所谓“同化”是指“重新估定汉族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的价

值”，“最好立几个标准或原则。合于此标准者保留它，宣扬它，使它成为中国整个国族标准文化

模式，然后发动民族文化运动，使中原的与边疆的民族都模仿它，应用它”
4
。总之，秉着进步、

理性、适应、民主、轻重、多数的原则，“承认民族文化的多元主义，相互尊重不同的民族文化，

极力表现各民族文化的优点”
5
，“建设同化主义于多元主义之上”。

6
 

从 1926年吴文藻透露出建立“超文化机制”的设想，到 1948年马长寿提出“建设同化主义

于多元主义之上”，民国时期的民族学界始终有一条较为连贯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设计思路，并在

现实语境中不断调适与充实。他们不仅指出在民族多元的基础上，塑造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

                                                        
1 《边疆自治与文化：本刊边疆问题座谈会记录》，《边政公论》1947 年第 6 卷第 2 期。 
2 《边疆自治与文化：本刊边疆问题座谈会记录》，《边政公论》1947 年第 6 卷第 2 期。 
3  杨汉先：《读<边政公论>边疆自治与文化后》，《边铎月刊》1948 年第 2 卷第 1 期。 
4 马长寿：《论统一与同化》，《边政公论》1947 年第 6 卷第 2 期。 
5 马长寿：《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上的应用》，《边政公论》1947 年第 6 卷第 3 期。 
6 马长寿：《少数民族问题》，《民族学研究集刊》194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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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消解多民族国家内在紧张性的思路，而且指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塑形过程是对“现代化”

的追求过程，既论证国家统一的发展方向，又尊重了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具有同时强调“多元”

与“一体”的双向维度。 
 

五、结 语 
 

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提出以来，学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多元”与“一

体”的关系问题更是长期以来的讨论焦点。通过上述对民国时期民族学界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思

路的回溯，可以发现，民族学界早已注意到并试图回答这一问题。这段中国民族学发展史上的重

要过往不仅在近代中国民族理论研究方面具有开拓与探索性的意义，它所坚持的“多元”与“一

体”并重，通过各民族共同的“现代化”追求实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理想，也是费孝通“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标志着中

国近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建构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可以说，这是中国民族学学科在 20 世纪

发展的集体成就。 

 

 

【论  文】 

Nation 及“国族一体”论
1
 

  

潘志平2 

 

【摘要】Nation，经常译作“民族”，它却表现有 “国家”，或“国民”之义，如联合国是 Nation

的联合。其实，它更贴切的含义似应“国族”。在讨论问题和表述观点和立场时，应将 Nation

与 ethnos（族裔）、ethnic group（族群）认真区分开来。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是包罗了各种历

史形态和各种层次的人们共同体，实际上主要包有两个概念：“国族”（Nation）和作为族裔的“少

数民族”，在国际交流时不妨作 MINZU。问题是，如果将“族裔”为内涵的少数民族，与“国族”

为内涵的 Nation，混为一谈，那中国不得不面对分裂的严重挑战。“一族一国”，如强调一个族

裔（或族群）一个国，那就有对拥有多族裔（或多族群）国家的分裂企图；另一方面看，一个国

家只能有一个“国族”（Nation），理所当然；反之，一个国家弄出多个“国族”，那就有可能

因此走向国家的分裂，只要有适当的时机，如苏联，搞出十五个“国族”（ Нация），最终在合

适时机就分裂成十五个国家。在中国，中华民族就是“中华 nation”,将中华民族与汉族，中国人

与汉人划等号，不是大汉族情节，就是小中国观念，不足以训。我们现在说的“五个认同”中的

“中华民族认同”，就是中华国族的“一体论”，就是对多元一体的“中华 nation”的高度认同，

须再三强调的，这里的“中华 nation”不是汉族，而是包括 56 个“民族”在内的全中国“国民”。

作为“族裔”（ethnic）成员对自己的“民族”热爱，无可厚非，但对它的认同不能高于对“中华

nation”的认同，这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意义重大。 

 

Nation 是近代方出现的政治术语。法国大学者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 著名学术讲演

《Nation 是什么？》3，非常精彩，震动欧洲学术界。1929 年即介绍到中国,近年又有两个新版译

                                                        
1 本文刊载于《新疆社会科学》2018 年第 3 期。 
2 作者为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3 Ernest Renan, Qu’est-ce qu’une nation? Le mot et les reste,Marseille,2007,pp.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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